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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士丁尼罗马法中的公诉犯罪及其惩治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公诉”题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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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诉是罗马刑法的重要部分，它分为适用重刑的和不适用重刑两类。其特点是由各个单行的刑事法确定特定的

罪名并处罚之，但法学家的解释和其他法律渊源不断扩展每个罪名的涵盖范围，达到罪无遗罚的目的。罗马公诉罪的特点

是：同罪依犯罪人的身份而异罚；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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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注的方法对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进行研究，在１６、１７、１８世纪的欧洲最为流行，我以“御制法学阶
梯”（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ｍ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ｕｍ）为关键词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中寻找，得知有１６６本拉丁文书的名
称中包含这个关键词，剔掉重复的部分，共有７３种，这一数字说明那个时代的欧洲法律人对于优士丁尼《法
学阶梯》用力之巨。１９世纪进入了法典编纂时代，此时尽管还有对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评注出现，但人们
的主要精力已花在制定法典并为其作评注上了。１６、１７、１８三个世纪贡献的《法学阶梯》评注当然是１９世纪
的法典编纂运动运用的主要材料。现在是２１世纪，我为古人对《法学阶梯》所作的大量评注感动，并出于给
读者原汁原味的罗马法，力避现代性干扰的考虑，也完成了一部自己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将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有感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之约，现将其中较为精华的对第４卷第１８题的评注单独投稿，
希望它有助于改善读者对罗马法中的公诉罪制度以及评注体著作的认识。
如下的评注，前面以楷体排的部分是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一个片段的原文，以宋体排的部分是我的评

注。

Ｉ．４，１８ｐｒ．。公诉既不通过诉权提起，也与朕已叙及的其他诉讼无任何相似之处，它们在提起上和进行
上大不相同。
本段讲何谓公诉。公诉针对古时由人民或其代表根据一个特别法或根据后来的元老院决议或法学家解

释扩张了此等特别法的适用的渊源进行审判的犯罪，此种犯罪与非常诉讼涉及的犯罪形成对立，后者根据皇
帝的敕令或习惯法受惩罚［１］６９８公诉的特点是不通过诉权提起。按杰尔苏的说法，诉权是通过审判要求获得
自己应得之物的权利［２］，所以诉权是私权，其行使人只据以要求属于自己的物，而不据以要求公物。那么，公
诉根据什么提起呢？根据一个刑事特别法提起。这种体制与常设刑事法院制度有关。常设刑事法院不同于
当代法院的特点是一法一罪、一罪一庭，也就是说，根据一个特别法确立一个罪名，然后设立一个法院专门审
判这种罪，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并非由一个专门的法律设立，也并非只审判一种案件。第一个常设刑事法院设
立于公元前１４９年，是年颁布了《关于搜刮钱财罪的卡尔布尔纽斯法》（Ｌｅｘ　Ｃａｌｐｕｒｎｉａ　ｄｅ　ｐｅｃｕｎｉｉｓ　ｒｅｐｅｔｕｎ－
ｄｉｓ），该法设立了审理搜刮钱财罪的常设刑事法庭取代了过去的人民审判（Ｉｕｄｉｃｉｕｍ　ｐｏｐｕｌｉ）。
本题讲罗马刑法，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是优士丁尼增加的公法制度，目的据说是

为了加强皇权，因此，本题的存在影响了本书的纯粹私法性。但本题的内容并不包括全部罗马刑法，只包括
共和末期、帝政初期非常刑事法院适用的刑法，其他刑法还有裁判官刑法，例如其制裁侵害坟墓罪的刑法，还
有在非常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刑法，例如惩罚公共浴室盗窃罪、职务上背信罪、劫掠牲畜罪、强盗罪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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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４，１８，１。它们被说成是公的，因为通常赋予人民中的任何一员提起它们的权利。
本段讲“人民”一词与“公”一词的联系。在罗马共和时期，公诉指归人民审判的案件，它们不属于民事诉

讼，也不属于刑事控告。后来，这一术语被扩用于指称常设刑事法院的法官审判的刑事诉讼。所谓人民审
判，就是在民众大会上进行的审判，可以为此等审判的民众大会有百人团会议和部落会议，前者负责重案之
审理，后者负责较轻之案件的审理。既不由人民本身，也不由其代表审理的案件，称为非常审理案件，它们是
些没有专门法律规定和法学家解释涵盖的案件［３］２９。例如以魔法害人案件、遗弃配偶的案件等。非常审理
程序先是与常设刑事法院程序并行，但后来取而代之。它以纠问原则取代了人民控告原则［４］，加强了元首对
于审判过程的干预，并解决了常设刑事法院制度的一些缺陷，例如，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法院控告犯下多项
罪行的人，同一个法院不能在确定某人应受的刑罚时对其多项罪行的后果进行总合考量［５］等。在优士丁尼
组织编订《法学阶梯》时，东罗马帝国已实行非常审理制度，而《法学阶梯》为何要向学生传授常设刑事法院时
期的刑法制度呢？此乃因为常设刑事法院时期的罗马刑法在优士丁尼时期仍继续有效，不过已被通过元老
院决议和皇帝立法作了许多的变通和补充，它们因此仍然可被当作现行法讲授。故优士丁尼不全面讲罗马
刑法，而只讲常设刑事法院运用的刑法。那么，在过去的体制中，人民中的任何一员如何提起公诉呢？遵循
如下程序：首先确定审判的期日、要提出的控告及其求刑，在这一阶段，长官作为人民的代表在场，保民官、营
造官或财务官担任控告人。其次是在人民大会面前举行的调查性的审理。最后，在长官宣告判决后，受判处
者可以提出对人民的申诉［６］１４。

Ｉ．４，１８，２。在公诉中，有些是适用重刑的；有些则是不适用重刑的。朕把引起极刑或禁绝水火、放逐或
矿坑苦役的，叫作适用重刑的公诉；其他判处破廉耻和罚金的，确实是公诉，但不是适用重刑的公诉。
本段根据刑罚的轻重对公诉进行分类。分为适用重刑的公诉和不适用重刑的公诉。那么，什么是重刑？

死刑、禁绝水火或放逐、矿坑苦役属此。死刑是剥夺生命之刑，到优士丁尼时代以斩首的方式执行，这与重刑
的描述（Ｃａｐｉｔａｌｅ，该词的词根是头颅）吻合；禁绝水火或放逐是对死刑的替代，等于剥夺市民权；矿坑苦役是
剥夺自由权充当国家公奴。由此可见，所谓重刑，除了剥夺生命刑外，都是剥夺公法上的身份之刑。破廉耻
和罚金不剥夺公法上的身份，前者不过减损受判处者私法上的名誉身份，后者不过剥夺受判处者的部分财
产，故不属于重刑。
本段似乎罗列了当时罗马刑法上不少刑罚类型，有处死、禁绝水火、放逐、矿坑苦役、破廉耻、罚金，但这

一列举并不完全，例如未提及监禁刑。

Ｉ．４，１８，３。事实上，公诉有这些：《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扩展其效力于做了某些反对皇帝或国家之事
的人，其刑罚是承受丧失生命，在犯罪人死后，也判处取消他所做的所有事情的记录。
本段讲公诉罪之一：国事罪，它由《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确立，这是恺撒于公元前８年颁布的一项法

律。国事罪是针对罗马人民或其安全的犯罪，有如下列：没有元首的命令杀死人质、武装聚会占据要地或神
庙、为叛乱目的聚会、杀害或教唆杀害罗马人民的长官，给敌人通风报信、煽动兵变等［７］４５。但后来纳入国事
罪的罪名不断扩展，以致于包括了毁坏皇帝雕像或肖像的行为。
在本段中，有“《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扩展其效力于做了某些反对皇帝或国家之事的人”之语，这证明

制定于共和时期的《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本来不是保卫皇帝或国事的，而是保护罗马人民的“伟大”
（Ｍａｉｅｓｔａｓ）的，到了帝政时期，它从保护人民的伟大扩展到保护皇帝的伟大，此时，皇帝被视为人民的代表，
保卫他的伟大就是保卫人民的伟大。
本段涉及的死刑，原文是“丧失气息”。在《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颁布之前，对于国事犯适用死刑，但

该法用禁绝水火取代死刑，以实现少杀方针。但提贝流斯皇帝登位后，恢复对国事犯适用死刑，执行方式是
投放野兽［１］７０１。这是一说，另一说认为《关于国事罪的优流斯法》对国事罪的处罚还是死刑［８］。
国事罪的附加刑是“取消所做的所有事情的记录”，即记录抹煞刑（Ｄａｍｎａｔｉｏ　ｍｅｍｏｒｉａｅ），又称死后社会

唾弃（Ｉｇｎｏｍｉｎｉａ　ｐｏｓｔ　ｍｏｒｔｅｍ）或除忆诅咒，是课加给被判死刑并被处决者的名誉刑，只适用于国事罪。被判
处者的名字要从有关文件和纪念碑中取消。其所为之遗嘱和死因赠予失效。记录抹煞刑也适用于皇帝，由
元老院决定课加给哪个皇帝，由此形成对皇帝权力的一定制约。记录抹煞刑适用于皇帝的效果是：１．破坏被
裁决有罪的皇帝的所有肖像和雕像，但刻在货币上的除外。罗马人的货币上通常有皇帝的浮雕标准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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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皇帝犯罪去掉货币上的此等浮雕像，由于货币数量过大，难以操作，故钱币上的皇帝像以例外论；２．从所有
官方记录、碑文上消去被处罚者的名字，这样就造成某些碑文中的部分被挖掉的现象；３．剥夺该皇帝的后代
子孙以大元帅（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ｅ）为个人名的权利；４．该皇帝在任内制定的暂定措施法案（即未等待元老院通过便
颁布的敕令）全部废除①。此等刑罚有如下适用例。其一，尼禄（３７－６８），５４年登上帝位，实行暴政，引发暴
动，自杀身亡，死后受记录抹煞刑；其二，图密善（５１－９６）于８１年登上皇帝大位，实行恐怖统治，遇刺而死。
元老院决定，其名字不得再出现在文件上，他的肖像也不得保留，去掉刻在石头上的他的名字，捣毁其雕
像［９］；其三，康茂德（１６１－１９２），１８０年即位，被谋杀，元老院判处其记录抹煞刑。但后任皇帝有权取消元老
院对其前任皇帝处以的记录抹煞刑。

Ｉ．４，１８，４。同样，《关于惩治通奸的优流斯法》不仅以剑惩罚亵渎他人婚姻者，而且惩罚敢于对男性发泄
不合人情之肉欲者。但也根据上述《优流斯法》惩罚淫乱的无耻之徒，即不以暴力地玷污诚实生活的处女或
寡妇的人。事实上，该法对罪犯判处的刑罚是：如果他们出身高贵，没收一半财产；如果他们是卑贱之人，监
禁后放逐。
本段讲公诉罪之二：通奸罪及其类似的犯罪（或曰不当性行为罪）。它由公元前１８年由奥古斯都提议制

定的《关于惩治通奸的优流斯法》确立。该法第一次把通奸列入公诉犯罪的类型，也就是说，此前对于通奸，
只有受害者有控告权。尽管如此，通奸罪第一位的控告人还是妇女的丈夫和父亲，在６０天内他们未控告的，
其他人才可以控告［３］９８。这就说明公诉中的“公”是有限度的。该法兼理通奸和奸淫，前者的对象是已婚妇
女，后者的对象是处女或寡妇［７］６１。而且该法兼理异性奸和同性奸，前者针对女性，后者针对男性，本段说这
是不合人情的肉欲的表现。假设的犯罪人都是男性，似乎古罗马未如今天，发生了女性奸淫男性问题。
本段告诉我们，通奸罪的刑罚依犯罪人的身份而不同。对高贵者，没收一半财产；对于卑贱者，鞭打后放

逐。此处的监禁并非一种独立刑罚，而是长官为了迫使人们遵循其命令可采取的强制措施，属于行政处罚，
有监禁、罚款、要求具保、逐出罗马等类型。本段中的“监禁”的拉丁原文是Ｃｏｅｒｃｉｔｉｏ　ｃｏｒｐｏｒｉｓ，是身体强制之
意，应理解为监禁。

“高贵者”约等于“有品级者”，即由国家严格界定的社会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元老阶级，由元老本身及其
家人外加元老直系三亲等以内的后裔构成。成为这一阶级的成员至少要有１００万赛斯退斯的财产。另外必
须出生高贵、品行良好；第二个集团是骑士阶级，这一阶级的要求比元老阶级稍低：他们的祖父和父母必须不
曾为奴隶，必须有４０万赛斯退斯的财产；第三个集团是库里亚阶级，其多数是地方政府官员，通常被称为地
方议会议员，必须有１０万赛斯退斯的财产。卑贱者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１０］，但不是奴隶。
高贵者和卑贱者的区分始于２世纪，阿德里亚努斯皇帝开其端，皮尤斯皇帝继之。由此开创了罗马帝国

同罪异罚的刑法体制，大约有４／５的犯罪依犯罪人的身份定刑罚［１］１１５，由此破坏了常设刑事法院时期有过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而且，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的待遇差别不仅体现在刑罚上，而且也体现在羁押、控告、
审判程序等方面［１１］。

Ｉ．４，１８，５。还有《关于杀人的科尔内流斯法》，杀人者是以复仇之剑力图杀人者，或以杀人为目的携带
武器四处转悠者。事实上，“武器”一语，如同朕的盖尤斯留下的对《十二表法》的解释中所写的，确实通常用
来称呼以弓发射的东西，但也指一切用手投掷的物体②，所以，由此推论，石头、木块、铁块也包括在这一名称
内。这一名词来自投向远处的物体，是根据希腊词“从远处”创造的，朕还可以找到一个具有这一意思的希腊
名词，因为我们叫作Ｔｅｌｕｍ③ 的东西，他们叫作“投掷物”、“从远处投掷”。这是色诺芬④提醒我们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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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ｄｏｌｆ　Ｂｅｒｇｅｒ，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９９１，ｐ．４２３．也参见
［日］盐野七生著，郑维欣译：《罗马人的故事ＶＩＩＩ：危机与克服》，三民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７页及以次。

参见盖尤斯：《十二表法评注》第１卷，见Ｄ．５０，１６，２３３，２．
拉丁文，意为“所有的投掷武器”（包括长矛、标枪、箭等）、“武器”。

色诺芬（Ｘｅｎｏｐｈｏｎ），约公元前４３０－约公元前３５５或３５４年人，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斯巴达制度的崇拜
者。公元前４１０年率希腊万人军助居鲁士二世争夺波斯王位，无结果。公元前３９６年弃雅典而投斯巴达。著有《雅典的收入》、《经济论》、《长
征记》、《希腊史》（修昔底得《伯罗奔尼散战争史》之续编，叙事始于公元前４１１年）、《师门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拉切德莫尼的政制》、
《阿格西劳传》、《居鲁士的教育》等。



他这样写道：“他们一齐遭到投掷武器的袭击：矛、标枪、投掷器的子弹和大量的石块”①。Ｓｉｃａｒｉｕｓ的名称来
源于Ｓｉｃａ，它指铁刀。上述法律也判处投毒者———他们以可憎的手段：投毒或以咒语魔法杀人———或公开出
售毒药者以死刑。

本段讲公诉罪之三：杀人罪。它由公元前８１年由苏拉提议制定的《关于惩治杀人和投毒的科尔内流斯
法》确立。本段去掉了该法律名称中关于投毒的部分，但在内容上仍包括之。因此，本段只规制一定方式的
杀人罪，包括使用武器、投毒的方式。之所以如此，乃因为还有其他法律规制以其他方式实施的杀人。

本段中的杀人罪根据杀人工具分类，大别为两种：以武器杀人和投毒杀人。
“武器”在本段中是一个人为的范畴，并非指军人使用的杀敌器具，而是指一切硬质的可致人死亡的东

西，包括投掷性的和非投掷性的两类，前者的类型很多，后者只有一个类型，那就是铁刀，它不用投掷也可刺
穿人的身体夺其性命。强调武器的投掷属性，反映了地中海地区的习惯以标枪、弓箭杀敌的战争传统。

“投毒”在本段中也是一个人为的范畴，除了包括本意上的投毒外，还包括用咒语魔法杀人，以及出售毒
药两种扩张意义上的投毒行为。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关于惩治杀人和投毒的科尔内
流斯法》中的Ｖｅｎｅｎ一词相当于希腊文中的Ｆａｒｅｋｏｎ，它指草、麻药（有益的或有害的）、药、施魔法用的方剂、

春药、符咒、咒语、魔咒、毒药、生产某物的工具、染料、颜料或颜色［１２］２７２。所以，本段涉及的“毒药”的含义比
中文中的毒药的含义要广得多，至少各种各样的咒是不包含在中文的毒药的含义之中的。按这种宽泛的毒
药理解，毒药问题与魔法问题相关。

镇压以咒语魔法害人者是从《十二表法》开始的传统，该法第八表第１条就规定了对以咒语致人损害者
的处罚［１２］２８６。确定这一罪名是古人相信言辞的力量的哲学的产物，这种哲学到了公元前８１年竟然依然存
活，颇为令人惊叹。不过，现代刑法中已不见这种罪名了。

本段规定的杀人罪的刑罚是放逐和没收全部财产，但后来改为死刑，身份特别高的人除外［７］１４５。

Ｉ．４，１８，６。接下来，另一被称之为《关于杀亲的庞培法》的法律以新刑罚惩治一种极严重的犯罪，它规
定：如果某人加速其尊亲、子女或任何与他有这样的关系，以致于其被杀要包括在所谓的“杀亲”之范围内的
人的死亡，不论他是秘密地还是敢于公开地这样做；以及以其恶意诈欺促成这样做的、或以犯罪的同谋犯出
现的人，就算是家外人，要受到弑亲的刑罚，他要承受的不是剑，不是火，也不是任何通常的刑罚，而是被缝在
一个装有狗、公鸡、毒蛇、猿猴的口袋中，被包在他的这个致命的隘口里，根据当地提供的特性，被扔进附近的
海中或河流中，这样，在他生时就开始剥夺对要素②的使用，而令他活着时被剥夺天空，死时被剥夺土地。但
如果某人杀害其他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则承受《关于杀人的科尔内流斯法》的刑罚。

本段讲公诉罪之四：杀亲罪。它由公元前５５年由庞培提议制定的《关于杀亲罪的庞培法》确立，实际上，

它是在《关于惩治杀人和投毒的科尔内流斯法》基础上确立的一个特别法，适用于亲属之间的杀人。现代刑
法并不分别规定亲属间的杀人和非亲属间的杀人，中国古代法有此区分，子女弑亲为恶逆，从重处罚；尊长杀
子女则从轻处罚，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之间的杀人则按另外的规则处理［１３］。由此可见，罗马法与中国古代法
在规制亲属间的杀人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性。说“一定”，乃因为中国古法在调整亲属相杀事项时分尊卑定
刑罚，如前所述，“卑”杀“尊”刑重，“尊”杀“卑”刑轻，体现了“尊”“卑”不平等原则，而《关于杀亲罪的庞培法》

不论是“卑”杀“尊”还是“卑”杀“尊”，一律适用袋刑，体现了“尊”“卑”平等原则。这点倒具有现代刑法的精
神。尤其重要的是，一定情形下的“尊”杀“卑”也要承受袋刑，这个“一定情形”就是母亲杀子女，祖父杀孙子，

显然，家父杀儿子不构成杀亲，所以，本段尚未否定家父对子女的杀害权。从司法实践来看，“卑”杀“尊”的
情形恐怕要多一些，因为按罗马法，家子只要未被解放，即使当了爷爷也在经济上无能力，他们由于债务压
迫，出于对将来的不确定恐惧，往往杀害家父，以便开始继承其遗产，有时用毒药，有时雇佣杀手这样做［１４］。

需要说明的是，本段在扩张的意义上调整亲属相杀。亲属本人相杀的，诚然属于这一罪名。亲属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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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长征记》５，２，１４，中译文乃从Ｅｎｚｏ　Ｎａｒｄｉ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意大利文译本译出。另外的中译文可参见崔金戎翻译的色诺芬
的《长征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１８页。

“要素”，为古希腊哲学用语，包括土、水、气、火４种，它们是为人类生活必需的世界的基本构成分子。但显然可见，由于袋刑要在水里
实施，它不包括对水这种要素的剥夺，甚至也未提到对火的要素的剥夺。



动手，雇凶杀亲的；亲属自己也动手，但请人帮忙的，被雇者和同谋者也要承担杀亲罪的责任。这样，只要杀
意出自亲属，杀行不论由谁执行，都属于亲属相杀。
本段中的“亲”也是一个人为的概念，除了自然意义上的亲属，例如直系二亲等内的尊亲和旁系三亲等血

亲、直系一亲等的姻亲、直系一亲等的“继亲”，还包括恩主［７］１５６，这种包括也许就是因为罗马人把主奴关系看
作亲属关系，解放自由人与恩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当然，这种包括旨在维持解放自由人和恩主之间的团结关
系，对两者都有利，如果恩主杀自己的解放自由人，也是要受到杀亲罪的制裁的。对逸出上述亲等范围的亲
属的杀害仍适用前述《关于杀人的科尔内流斯法》。
对杀亲罪的处罚是袋刑。请注意，《关于杀亲罪的庞培法》确定的袋刑与本段描述的袋刑不一样，并不使

用动物或只使用毒蛇，其方法是在定罪后把受刑人的头围上狼皮，在其脚底绑上木鞋底，用血红色的木棒或
特别灌木做成的棍棒殴打后被绑入袋中，被黑公牛拉入大海或最近的河流［１５］１２１。袋刑后来被废除，克劳丢
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皇帝恢复之。阿德里亚努斯皇帝更改之。在保罗的时代，袋刑已过时，被火刑和投放野兽刑取
代。最终君士坦丁皇帝（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于３１８年以敕令恢复了本段详细描述其执行方法的袋刑。到了《巴西
尔法律全书》的时代，袋刑又被废除，被火刑取代［１５］１２５。
请注意，这种袋刑中与犯人相伴的动物的类别形成是一个经验的过程。毒蛇是《关于杀亲罪的庞培法》

引入的，因为毒蛇是地府的象征；猴子是克劳丢斯皇帝引入的，因为猴子通常被看作人类的漫画版，引入它是
为了说明受刑人的所为不自然且无人性；狗和公鸡是君士坦丁皇帝于３１８年引入的，因为狗在东方的闪米特
族裔的基督教徒心目中，是不洁的象征；而公鸡是异教的神以西丝（Ｉｓｉｓ，古埃及宗教中管生殖的女神）的象
征。这些动物被纳入袋中的意义是带走犯罪带来的污染。古人相信，把体现罪的动物除掉了，罪也被清除
了［１５］１２６。袋刑的意义在于使受刑人通过脱离空气和阳光以及水和土与世界隔绝，因为他杀死了生他养他的
人，因此要剥夺他的生命之本。把他放在袋里，是怕他让野兽更凶恶，同时避免污染江河湖海、土地，而让他
在风浪中颠簸，永远得不到净化。最后被冲到岸边撞击岩石，死后也永远不得安宁［１６］。但这样的刑罚让好
几个珍稀动物为一个罪人陪葬，非常昂贵，而且颇有虐待动物的色彩。

Ｉ．４，１８，７。同样，也被称作遗嘱法的《关于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判处刑罚于虚假地书写、盖章、朗读、
展示遗嘱或其他文件的人；或在明知的情况下，以恶意诈欺制造、雕刻或盖用假印章的人。该法对奴隶的刑
罚是极刑，如同关于杀人和投毒的法律也规定的；但对自由人的刑罚是放逐。
本段讲公诉罪之五：伪造罪。它由公元前８１年苏拉提议制定的《关于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确立，其第

一章惩治伪造遗嘱罪，主要针对在为他人代书遗嘱时书写有利于自己的条款的行为；其第二章惩治伪造货币
罪［１７］３６。后来，《关于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受到元老院决议、皇帝敕令和法学家解释的不断扩张，调整越来
越广泛的涉伪犯罪。这样的“守住原点，不断扩大”的方法恰恰是罗马刑法的发展路径。在苏拉版本的《关于
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中，无对伪造印章者的处理，此罪肯定是后来的立法者纳入的，在本段中，它却被优士
丁尼与伪造遗嘱并列，作为《关于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谈论。相反，苏拉版本着意处理的伪
造货币罪倒被淡化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变故。
后世立法者从苏拉版本的伪造罪出发所做的添加，大多脱不了一个“伪”字，例如伪证（Ｄ．４８，１０，１．

ｐｒ．），做假账（Ｄ．４８，１０，１．４），使用假名假姓（Ｄ．４８，１３ｐｒ．），伪造文书的蜡封（Ｄ．４８，１６，１），虚假分娩（Ｄ．４８，

１９，１），诈称自己是军人使用非法的徽章或虚假的文书旅行（Ｄ．４８，１０，２７，２），篡改公布的告示（Ｄ．４８，１０，

３２ｐｒ．），伪造衡器（Ｄ．４８，１０，３２，１），伪造敕令（Ｄ．４８，１０，３３），除了“伪”的共性，这些罪名之间的差别够大的，
它们有的触及私人利益，有的触及公共利益：有的涉及经济，有的涉及政治，但都被一个“伪”字罩在一起。但
也有些新增的罪名与“伪”字无关，例如收钱为人辩护（Ｄ．４８，１０，１），法官不适用皇帝敕令（Ｄ．４８，１０，３），开启
活人遗嘱（Ｄ．４８，１０，５），把保管的他人文书泄露其他人（Ｄ．４８，１０，６），一物二卖（（Ｄ．４８，１０，２１）等。

《关于伪造的科尔内流斯法》对犯罪人依身份定刑罚。奴隶犯此罪的，处死刑；自由人犯此罪的，放逐之。
如前所述，奴隶不在卑贱者的范畴内，所以，本段似乎遗漏卑贱者犯伪造罪的刑罚。
最后要说的是，伪造罪并非完全的公诉罪，对于虚假分娩的情形，并非人人可诉，只有父母的关系人可诉

（Ｄ．４８，１０，３０，１）。

Ｉ．４，１８，８。同样，制定了《关于公共暴力和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对抗实施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暴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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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某人确实被证明实施了武装的暴力，《关于公共暴力的优流斯法》判处他放逐之刑。但如果是非武装
的暴力，他遭受没收１／３的财产。但是，如果以暴力以强奸为目的绑架处女、寡妇、修女或任何其他妇女，那
么，不论是罪犯还是对这种无耻罪行提供协助者，依据朕的敕令①的规定，处他们以死刑，通过阅读一敕令可
更明确地了解这一问题。

本段讲公诉罪之六：暴力罪。它是奥古斯都在一个不详的年份提议制定的《关于公共暴力的优流斯法》

和《关于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确立的。尽管本段的前部把这两个法律合称为《关于公共暴力的优流斯法》，

这可能是出于方便。稍后，本段就提到了《关于公共暴力的优流斯法》的单独存在。而且，在《学说汇纂》中，

对这个两个法是分别评注的。

由于《关于公共暴力和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制定后不断有其他法律渊源把新的罪名补充进来，造成了
混杂，以致于导致区分公共暴力和私人暴力的困难。按通常的理解，公共暴力是国家机关对私人不当运用的
暴力②，即所谓纵向的暴力，例如剥夺市民上诉权的行为（Ｄ．４８，６，７），不当羁押被告的行为（Ｄ．４８，６，８），非
法征收新税的行为（Ｄ．４８，６，１２）；私人暴力指私人之间互相不当运用的暴力，即横向的暴力。如果这一理解
为真，则《关于公共暴力和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的宪政色彩很浓，它对国家权力的约束表现出现代行政法的
特征。但也有人认为侵害国家利益的暴力是公共暴力，侵害私人利益的暴力是私人暴力［１９］。无论如何，５００
多年后的优士丁尼似乎不愿接受公共暴力是国家暴力的限权观点，遂把公共暴力解释成武装的暴力，把私人
暴力解释成非武装的暴力，这恐怕是一种篡改，因为在解释《关于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的《学说汇纂》第４８
卷第７题中，明确涉及到使用暴力的案型，例如，在船难时进行抢劫，对水手使用了暴力的情形（Ｄ．４８，７，１，

２），以鞭或棒殴打他人（Ｄ．４８，７，２）的情形。

公共暴力的类型除以上列举之外，还包括在自己的住处收藏武器、建立武装团伙、在公众场合携带武器、

暴力夺取不动产或船舶、在火灾时实施抢劫、干扰他人葬礼、妨碍司法等［１９］。

私人暴力的类型如下：聚众攻击他人田庄并武装攫取财产、武装赶走房屋、农场或船舶的占有人、强奸男
孩或妇女、强行拐带生来自由儿童、聚众暴力纵火、不法监禁［６］１１１。

《关于公共暴力和私人暴力的优流斯法》对公共暴力的实施者处放逐之刑；对私人暴力的实施者处没收

１／３的财产之刑。但对强奸犯一律处死刑。既然大不了一个死字，区分被害人是处女还是寡妇，是俗人还是
修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从本来的意义上，强奸处女和修女应该比强奸其他妇女罪重从而获得更重之罚
的。这就是死刑的局限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优士丁尼时代的基督教背景下，法律中出现了作为强奸被
害人的修女，她们应是特别受保护的对象。

Ｉ．４，１８，９。《关于贪污罪的优流斯法》惩罚偷窃金钱、公物、神用物或安魂物的人③。但如果法官本人确
实在其任职期间贪污公款，处以死刑之罚。不仅他们，而且对这种行为提供帮助的人，或明知金钱为贪污的
仍接受的人，也处以死刑。但对触犯这一法律的其他人，处以放逐之刑。

本段讲公诉罪之七：贪污罪。它由公元前８年奥古斯都提议制定的《关于贪污、渎圣以及截留的优流斯
法》确立，处罚接受用于圣事、宗教祭祀或公共活动的钱款的人的私吞、挪用行为，以及降低公共的金银铜的
成色的行为［７］２０９。本段略称此罪为贪污，并略称确立此罪的法律名为《关于贪污罪的优流斯法》，实际上，此
罪的全称是贪污、渎圣和截留，与此相应，确立此罪的法律的全名是《关于贪污、渎圣以及截留的优流斯法》。

所谓贪污，指盗用公共钱财的行为，行为人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人，在所不问［２０］。这一内涵导致把此罪叫作贪
污罪显得牵强，因为按我国的刑法概念，贪污罪只有由公职人员实施。所谓渎圣，就是盗窃神庙中的财物的
行为。所谓截留，就是为公共目的收受公款的人截留自用的行为，例如，指挥军队的将军不将军费全部用于
战事而自用的行为。可以看出，《关于贪污、渎圣以及截留的优流斯法》确立的罪名圣俗兼涉。贪污和截留以
世俗的公共钱财为对象；渎圣则以神法物为对象，所以，神庙中的财产表面上属于神法物，与人间烟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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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Ｃ．９，１３，１，５３３年。

Ｃｆｒ．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Ｓａｎｔａｌｕｃｉａ，Ｄｉｒｉｔｔｏ　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　ｐｅｎａｌｅ　ｎｅｌｌ’ａｎｔｉｃａ　Ｒｏｍａ，Ｇｉｕｆｆｒè，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８，ｐ．１９８．Ｓｅｅ　Ｊｉｌｌ　Ｈａｒｒｉｅｓ，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１０．

参见Ｃ．９，２８，１，４１５年。



但罗马人在骨子里还是把它们看作公物的，在关键的时候甚至用这种财产赎回敌人手里的自己人，所以他们
才把侵犯神庙财产的行为与侵犯公共财产的行为一并处理。
富有意味的是，贪污罪像罗马的其他罪名一样，经后来立法或法学家解释扩张其内容后，《关于贪污、渎

圣以及截留的优流斯法》已不限于处置其名称中包括的３种犯罪行为，如同本段揭示的，它还处置盗窃安魂
物的行为。我们知道，安魂物属于死人，在这里，安魂物被当作公共财产了。之所以如此处理，乃因为安魂物
与神庙的财产具有共性，不过前者属于小神，后者属于更大的神而已。并且，这一罪名还处置降低公共的金
银铜的成色的行为，这一规定针对的似乎是掌管国家货币发行的官员，他们降低货币的成色相当于现代的制
造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掠夺使用此等货币的公众的财产，所以与贪污公共财产的行为具有共性。
本段专列法官在职期间贪污公款的行为，那么，法官何以能贪污公款？至少他们收取的０．６５％的诉讼

费可作为贪污的对象。有意思的是，对于法官贪污，对主犯（贪污的法官）、从犯（协助法官贪污的人）和牵连
犯（明知法官的钱为贪污所得仍然收受的人）刑罚相同，且都是死刑，这表达了立法者对于公职犯贪污罪者的
深恶痛绝。至于“其他人”犯这种罪，则只受放逐之刑，要轻得多。所谓的“其他人”，就是私人。
在谈罚则的部分，本段只谈了贪污罪的罚则，省略了谈渎圣和截留的罚则。实际上，前者的情节严重的，

处死刑，执行的方法很残忍，有投放野兽、火刑、吊死等；情节轻微的，判处矿坑苦役。对于出身高贵者，则流
放小岛［７］２１３。后者的罚则是３倍罚金并返还截留之款［７］２１１。

Ｉ．４，１８，１０。《关于拐带人口罪的法比尤斯法》也在公诉的范围之内，有时根据神圣的敕令①处以死刑；有
时处以较轻的刑罚。
本段讲公诉罪之八：贩卖拐带人口罪。它由公元前９０年左右的执政官昆图斯·法比尤斯·拉贝奥

（Ｑｕｉｎｔｕｓ　Ｆａｂｉｕｓ　Ｌａｂｅｏ）提议［１７］５４制定的《关于拐带人口罪的法比尤斯法》确立，打击恶意隐藏、给予、出售或
监禁生来自由或解放自由的罗马市民以及他人奴隶的行为［１］７０８。所以，本法规制两种行为。其一，拐带自由
人的行为，在明知的情况下出卖或买受自由人的人都要受到该法的制裁，这种案型体现了该法保护自由身份
的宗旨；其二，拐带他人奴隶的行为，这种案型体现了该法保护对奴隶的所有权的宗旨。这样，该法就把保护
自由权和保护奴隶所有权两个矛盾的东西纳于一身了。

该法科加的为罚金刑，但在保罗的时代，根据神圣敕令的规定，对地位卑贱的犯罪人处矿坑苦役之刑或
以十字架钉死。对身份高贵者，处以永久放逐之刑并没收一半财产［１］７０８。

Ｉ．４，１８，１１。此外，《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关于搜刮钱财罪的优流斯法》、《关于粮食供应的优流斯
法》、《关于截留的优流斯法》，都在公诉的范围之内。它们涉及特定的方面，它们确实不处剥夺生命刑，而让
违反了其指示者承受其他刑罚。

本段讲公诉罪之九：杂类，它们的共同点是对犯罪人不适用死刑。涵盖以下４罪。
其一是贿选罪。这是由公元前１８年奥古斯都提议制定的《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确立的罪名，打击以不

法手段拉票以获取公职的行为。罗马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各种公职人员概由选举产生，所以一年中选举
不断，必须依法选举，遂有《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之诞生。事实上，在该法之前有十几部同样目的的法律。

它们都针对ａｍｂｉｔｕｓ，该词的动词是ａｍｂｉｒｅ，意思是“四处走动”和“在选举中拉票”。贿选的方式多样，如采
取迎合民众的口味换取选票，换言之，在政治活动中支持免除债务或支持分给穷人土地的法案；将军通过松
懈纪律获得士兵支持；金钱贿赂；候选人穿白色的长袍出现于集市吸引民众的注意；宴请民众或为之提供角
斗表演等［２１］。由此可见，放纵贿选会腐蚀人心，让政治活动丧失原则，故必须严厉打击。到了帝政时期，由
于政治体制的改变，罗马的选举有所减少，例如，提贝流斯皇帝把中央政府官员的产生由民会选举改为元老
院选举甚至皇帝选择，导致《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不再适用于罗马，但自治市的官员仍由选举产生，所以，
《关于贿选的优流斯法》仍有适用空间。在自治市贿选层面上，对贿选者的处罚是１００金币的罚金并宣告破
廉耻［７］２２３。破廉耻意味着不再能成为任何选举的候选人，实际上剥夺了受刑人的被选举权，非常严厉，有“尔

５３

① 《关于拐带人口罪的法比尤斯法》本来是独立于皇帝之敕令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有关的死刑只应根据该法，而不应根据“神圣的敕
令”科处，但由于皇帝的敕令给《关于拐带人口罪的法比尤斯法》以扩张解释，因此出现了《关于拐带人口罪的法比尤斯法》规定的犯罪根据皇帝
的敕令处刑的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关于惩治通奸的优流斯法》中。



既在此处跌倒，不再让尔来此处”的用意。
其二是搜刮钱财罪。这种罪早期是行省长官盘剥行省人民的行为，是一种跟罗马的政治体制有关的犯

罪。共和时期，罗马的官吏都是无薪职，当官不光赚不到钱，而且还要贴自己的钱搞公共建设，举办娱乐活动
取悦民众，往往落下巨大饥荒。但作为高级官吏的担任者，在一年的任期满后可以外放当行省总督，他们自
然把这种任职当作弥补自己的亏空的机会。行省有肥有瘦，元老院掌管卸任长官去什么行省任职之权，这种
权力成为元老院控制在任长官行为的工具。为了取得好行省，这些长官行事自然要考虑元老院的态度。正
因为这种犯罪以行省制度为前提条件，在公元前２４２年罗马建立自己的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前，不存在这
一罪名。而且，在第一个行省建立后，要么因为最初的行省总督操守良好，要么因为当时的行省居民没有勇
气告卸任的行省总督的状，在７１年内不曾发生搜刮钱财案件。直到公元前１７１年才发生第一个这样的案
件。是年，西班牙行省的人民向罗马元老院控告好几任西班牙总督犯有搜刮钱财罪，元老院遂指定是年的西
班牙总督建立法庭对此等控告进行调查［２２］。不久后的公元前１４９年，颁布了《关于搜刮钱财的卡尔布尔纽
斯法》（Ｌｅｘ　Ｃａｌｐｕｒｎｉａ　ｄｅ　ｐｅｃｕｎｉｉｓ　ｒｅｐｅｔｕｎｄｉｓ）。该法设定了审理搜刮钱财罪的常设刑事法庭。规定由一位
裁判官主持审判被控诉犯有此罪的人员。且该法规定只适用于行省地方官员，该法的刑罚仅仅是返还勒索
的钱财。此后，公元前１２３年，颁布了《关于搜刮钱财的阿其流斯法》（Ｌｅｘ　Ａｃｉｌｉａ　ｒｅｐｅｔｕｎｄａｒｕｍ），规定对于
搜刮钱财的行为，不仅应当责令犯罪人返还非法所得，而且应当处以两倍的罚金。公元前１００年通过了《关
于搜刮钱财的塞尔维流斯·格劳恰法》（Ｌｅｘ　Ｓｅｒｖｉｌｉａ　Ｇｌａｕｃｉａｅ　ｄｅ　ｒｅｐｅｔｕｎｄｉｓ），以两倍或４倍罚金或流放处罚
搜刮钱财者。公元前８１年，苏拉颁布了《关于搜刮钱财的科尔内流斯法》（Ｌｅｘ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ｄｅ　ｒｅｐｅｔｕｎｄｉｓ），以单
倍罚金处罚搜刮钱财者。公元前５９年，恺撒提议制定了《关于搜刮钱财罪的优流斯法》，以破廉耻和根据讼
额估价之诉确定的罚金处罚搜刮钱财者。上述法律，除了少有的反复，对搜刮钱财者打击力度是不断加强
的。不断就同一主题重复立法的现象也说明搜刮钱财的行为屡禁不止。放眼世界，不少统治者采取务实的
立场，以高薪养廉，而罗马人采取理想主义的立场，无薪求廉，颇有缘木求鱼的味道。只有在有产阶级从政且
他们精神境界很高的条件下，罗马人的路线才不会出问题，看来这一条件很难满足，因此罗马人的路线屡出
问题。
显然，早期的搜刮钱财罪立法是罗马的涉外廉政立法，也是罗马人的涉外刑法，因为只有罗马和意大利

是国家的本土，行省属于外邦或殖民地。但经过其他立法主体的补充，搜刮钱财罪立法逐渐褪去了其涉外色
彩，演变为打击为钱财利用国家机器之行为的工具。此等行为有如：由于收受了钱财而作出判决或颁布法
令［７］１９７；由于收受了钱财而作证或不作证、在元老院或其他公共议会表达观点、提出或不提出指控、任命特定
的法官或仲裁人，等等［７］１９９。
其三是粮食犯罪。这是由公元前１８年奥古斯都提议制定的《关于粮食供应的优流斯法》确立的罪名。

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罗马放弃了意大利本土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因为此仗让罗马夺得了盛产麦子的西西
里作为粮食供应基地，此后意大利的粮食长期依赖从西西里和非洲进口。取食于外的政策影响了粮食安全，
风暴和海盗都会影响意大利的粮食供应，造成政治危机。所以，在恺撒时，就设立了专门的财务官保障意大
利的粮食供应。到奥古斯都时代，设立了专门的供粮官负责同样的事务，赋予此等官吏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
事项刑事司法权，并颁布了《关于粮食供应的优流斯法》。该法打击采取某种行动抬高粮食价格的人、成立公
司抬高粮食价格的人，以及故意截留船舶或水手拖延其行期的人，刑罚是２０金币的罚金［７］２０５。不妨说，《关
于粮食供应的优流斯法》是古罗马的经济刑法。
其四是截留罪。本题第９段已讲到截留罪是公元８年的《关于贪污、渎圣以及截留的优流斯法》确立的

罪名，本段把这一罪名独立于贪污罪和渎圣罪规定，可能是上述奥古斯都的立法经过长期的适用，到了优士
丁尼时代已被打散了，截留罪得到独立，它依据的法律也被弄得独立。截留罪主要是公职罪，处罚掌握公共
财产的人将此等财产自用或不用的人。他们是出租国有财产的人、出售国有财产的人、负责免费分派食品给
穷人的人，等等，都是一些公职人员，但为某一用途接受了公共财产却不使用的人可能是私人。对此罪的刑
罚是３倍于非法所得的罚金［７］２１１。

Ｉ．４，１８，１２。朕已就公诉作了这些论述，这样使你们有可能了解它们一二，差不多是个指南，你们对其余
部分的更严谨的知识，可在上天的帮助下，从更广泛的《学说汇纂》或《潘得克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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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是结束语，介绍对公诉论述更全面的《学说汇纂》的有关部分，实际上是《学说汇纂》的第４８卷。该
卷薛军已译成了中文，大家可以参看。参看两个原始文献，也可发现一些本书说法与《学说汇纂》说法不一致
的地方。例如，本书说伪造罪是公诉罪，但《学说汇纂》（Ｄ．４８，１０，３０，１）告诉我们，伪造罪并非完全的公诉
罪，其中的虚假分娩罪并非人人可诉，只有父母的关系人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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